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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及其在众多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对人类道德的影响引发了学界的深刻思考。现有文献表明，

AI 应用可通过道德认知、道德情绪、社会评价与反应等心理和认知神经机制对人类道德产生影响。进一步，当前研究总结对

比了 AI 在代理、建议、人机协作和道德模范四种应用情境下对人类道德行为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比较

AI 在不同应用情境下影响差异的机制，探究 AI 对人类道德的长期影响，并探索 AI 设计干预和提升道德影响的途径，为 AI

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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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产生至今，

其伦理道德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在科学家

们的建构中，AI 会逐步具备感知、推理、学习、交互、

问题解决、决策制定及创造力等认知功能（Maedche 
et al., 2019）。这些功能使得 AI 能够对人类的思维

方式、互动过程和决策制定产生影响。当 AI 在社

会行为、组织管理、社会生产等层面产生广泛影响时，

便会产生如蝴蝶效应般的重大社会变革。对此，国

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于 2021 年通过《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建议》，提出

一系列原则以引导负责任的 AI 使用，防止其对个

人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世界经济论坛 2021 年发布

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AI 技术的普及加剧了决

策、隐私保护、就业及社会公平性等方面的伦理风

险，并在 2024 年报告中进一步细化了相关风险，包

括虚假信息操纵、网络攻击、数据安全和算法歧视

等。当我们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时，首先需要回答

一个关键问题：AI 应用会对人类道德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

道德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中演化出的、被社

会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Gert & Gert, 2002）。大量

研究显示，道德可以从认知、情绪和社会评价三方

面影响人类（Blasi, 1980; Haidt, 2007, 2008; Huebner 
et al., 2009）。其中，道德认知涉及对道德内容的理

心理科学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5，48（6）：1282-1293



1283郭雪俐等 : 人工智能应用对人类道德的影响及认知神经机制

解、判断等；道德情绪是人类加工道德信息时产生

的情绪反应，如内疚、羞愧等；社会评价则反映社

会对道德表现的反馈，决定道德形成和发展（Haidt, 
2007; Turiel, 2002）。随着技术发展，AI 已从执行

特定任务的系统演变为具备学习能力的智能主体，

并融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AI 与人类的关系

已逐渐从过往机器被动接受人类指令的模式发展为

人类与 AI 交互共生的模式（Heyder et al., 2023）。

近年来，AI 技术快速发展，生成式 AI（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能基于现有数据快速

生成多种形式新内容，特别是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可 执 行 问 题 回 答、 聊 天 互

动等多种自然语言任务。这些技术推动了 AI 的应

用和发展，催生了人机混合工作（human-machine 
hybrid work）这一新型工作模式。同时，Replika、

ChatGPT、DeepSeek 等聊天机器人通过提供陪伴、

建议和决策支持，逐步与人类建立起富含情感的人

机关系。这些变化使得 AI 逐步走向社会化，并能够

在与人的社会互动中从认知、情绪、社会评价与反

应三个方面对人类道德产生影响（图 1）。为了深

入理解这些影响，本文以 AI 应用与人类交互为切

入点，回顾并整合相关文献，探讨 AI 对人类道德

的影响及其认知神经机制，结合不同应用情境分析

AI 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为未来研究探讨如何减少消

极影响、提升积极影响提供参考。

2   AI 应用在交互中影响人类道德的内在机制

早期“计算机作为社会参与者”（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CASA）的研究发现，人们会将社交规

则、规范和期望应用于和计算机的交互中（Nass & 

图 1  AI 应用在交互中对人类道德的影响

注：Insula，脑岛；MCC，middle cingulate cortex, 中部扣带回 ; STG，superior temporal gyrus, 颞上回；IPL，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顶下小叶；MOG, 

middle occipital gyrus, 枕中回；IFG, inferior frontal gyrus, 额下回；PHG，parahippocampal gyrus, 海马旁回；TPJ，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颞顶联合区；

STS，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颞上沟；TP，temporal pole, 颞极；SPL，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顶上小叶；PCC，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后扣带回；

MTG，middle temporal gyrus, 颞中回；VMPFC，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背内侧

前额叶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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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 2000）。随后的研究表明，AI 也会受到社会

化对待。例如，人们在与 AI 的互动中会应用礼貌等

社会规范，通过温暖（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

两个关键社会认知维度来感知和评价 AI （McKee et 
al., 2023）。同时，AI 的拟人化交互功能不断增强，

Replika、ChatGPT、DeepSeek 等对话系统能够以具

有社交性和同理心的方式回应用户，提供陪伴和

情感支持，满足人类多样的社交需求（Li & Zhang, 
2024; Yin et al., 2024）。这使得人与 AI 之间的交互

（人 -AI 交互）能够以高度类似人际交互（人 - 人交互）

的形式进行。

然而，人 -AI 交互至今远未达到与人 - 人交互

相同的水平。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 AI 和真

人的心智知觉（mind perception）存在显著差异。心

智知觉是指人们对某一实体是否具有心智能力的感

知，主要取决于该实体被感知到的能动性（agency）

和体验性（experience）程度。能动性是指实体是否

具备像正常成年人一样自主计划、行动和思考的能

力，而体验性则指实体是否能够感受情绪和身体感

觉（Gray et al., 2007）。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认

为 AI 具有中等的能动性但缺乏体验性，即认为 AI
具有一定的行动和思考能力，但无法感受或理解情

绪和身体感觉（Gray et al., 2007）。即使 AI 能够通

过语言分析准确理解并回应人类情绪，但只要告知

人们回应者为 AI，人们对其情感理解能力的评价就

会显著降低（Yin et al., 2024）。而当描述 AI 具有

体验性时，会让人们感到紧张不安（Gray & Wegner, 
2012）。此外，人们普遍不认为 AI 具备体验道德对

错的能力（Gray et al., 2007），对 AI 参与道德决策

表现出排斥和厌恶（Bigman & Gray, 2018）。

这些结果显示，人们倾向于认为 AI 相较于人类

具有更低的心智水平。这种对 AI 较低的心智知觉，

会直接影响人们在人 -AI 交互中的道德认知、道德

情绪以及社会评价和反应。在道德认知层面，人们

可能不会以对待人类的相同道德标准去评判 AI 的

行为；在道德情绪方面，人们在与 AI 互动时可能

会体验到更少或更弱的道德情绪；而在社会评价和

反应方面，人们在人 -AI 交互场景中可能更容易忽

视道德准则和社会评价的约束。如图 1 所示，AI 通

过对这三类内在机制的影响，能够在各种情境下以

不同角色与人类进行交互，进而影响人类的具体行

为表现。

2.1  人 -AI 交互中的道德认知

人 -AI 交互可能改变人类的道德认知，首先体

现在对道德的态度、推理和判断上，尤其是在责任

归属问题上。研究发现，当 AI 造成伤害时，人们

倾向于认为 AI 比人类更应该被责备。例如，在自

动驾驶的道德两难中（伤害行人或乘客），驾驶者

常将不利后果归责于自动驾驶系统而非自己（Gill, 
2020）。相比同等程度的人为事故，人们认为 AI
导致的事故更严重、更不可接受，需承担更多责任

（Liu & Du, 2022）。在 AI 违反公平、自由或纯洁

道德基础的事件（如种族歧视、隐私泄露）中，人

们更倾向于指责 AI，而非其背后的人类组织或开发

者（Shank & DeSanti, 2018）。在人 -AI 共同决策导

致道德违规时，人们认为其自身责任较单独决策时

更少，而 AI 需分担部分责任（Shank et al., 2019）。

这表明 AI 在很多情境下能够成为人类不道德行为的

“替罪羊”，方便人类推卸责任（Hohensinn et al., 
2024），降低人类对不道德行为结果的感知，进而

加剧不道德行为。

道德认知改变还体现在人们对 AI 决策的功利主

义道德判断偏向上。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显示，人类道德判断主要由两大

道德原则驱动：道义论（deontology）和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其中，道义论关注行为本身的道

德正确性，而功利主义则关注行为结果的利益最大

化（Greene et al., 2004; Greene et al., 2001）。面对会

产生伤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若情绪反应强烈或时

间紧迫，人们倾向于产生道义论判断，认为伤害行

为不可接受；若充分分析行为结果，则功利主义判

断占主导，即当伤害行为带来总体有益结果时可接

受，否则不可接受。由于 AI 决策依赖算法，人们

通常认为其是通过精密计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系统，

不会像人类一样受情绪驱动，根据行为本身的道德

正确性做出判断（Dietvorst & Bartels, 2022）。这导

致人们认为 AI 在涉及道德的决策与判断中会更关注

功利结果，而忽略道义正确性（徐岚等 , 2024）。

这一倾向在针对在线捐赠行为的研究中得到支持：

与真人客服相比，AI 客服更显著地激活了人们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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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义道德判断，从而削弱了人们的捐赠意愿和行

为（Zhou et al., 2022）。

2.2   人 -AI 交互中的道德情绪

人 -AI 交 互 所 引 发 的 人 类 道 德 情 绪 变 化，

首先表现为人们因伤害或帮助 AI 而产生的道德

情 绪 较 弱。 根 据 道 德 二 元 论（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道德判断的核心是对伤害的感知，即

一个有意图的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给一个道

德受害者（moral patient）带来的痛苦（Gray et al., 
2012a）。对道德行为者的判断主要基于能动性，即

其是否具备自主意图和行动能力；而对道德受害者

的判断则侧重于体验性，即是否能够感受情感和身

体的痛苦。当某一实体被认为具有体验性时，便具

备成为道德受害者的资格，对其造成伤害被视为道

德错误（Gray et al., 2012b）。而 AI 通常被认为缺乏

体验性，因此人们往往否认其作为道德受害者的资

格。这导致人们在对 AI 实施与人类相同的不道德

行为时，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如内疚）相对较弱。

例如，在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和公共物品博

弈（public good game）中，人们因不公平对待 AI（vs. 
人类）产生的内疚情绪更弱（Melo et al., 2016）。此外，

人们认为欺骗 AI（vs. 人类）的内疚感较低，对 AI
的不诚实行为在道德上更能被接受（Petisca et al., 
2020），这增强了人们在与 AI 交互时为了经济利益

而谎报、瞒报信息等不道德行为倾向（Giroux et al., 
2022; Kim et al., 2023）。相应地，人们因为帮助 AI（vs. 
人类）感受到的积极情绪（如自豪）也更弱（Schniter 
et al., 2020），人们也不会对 AI（vs. 人类）遭受的

痛苦产生同等程度的共情（Cross et al., 2019; Martin 
et al., 2020）。因此，人类不会在情感上像对待其他

人类一样对待 AI，从而削弱了其在人 -AI 交互中的

亲社会动机和行为。

当 AI 作为行为发起者参与亲社会情境时，人

们所感受到的道德情绪也较弱。一方面，人们认为

AI 无法感知人类的痛苦，对 AI 参与亲社会行为产

生的情绪反应较弱。例如，当消费者意识到慈善广

告中使用了 AI 生成的面孔图片而非真实图片时，

其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减弱，进而降低悲

伤情绪感知和预期内疚，最终导致捐赠意愿降低

（Arango et al., 2023）。另一方面，人们认为 AI 行

为相较于正常成年人缺乏自主性，且因其机械属性

更不易受到外界伤害，在应对灾难等危险情境时面

临的风险和付出的努力都更少。这些认知削弱了 AI
的“英雄行为”（如在火灾、飓风等灾难中参与救援）

所激发的勇气与鼓舞，使其无法像真实人类的行为

一样促进人们的捐赠意愿和行为（Chen & Huang, 
2023）。

2.3   人 -AI 交互中的社会评价与反应

道德的社会信号（social signaling）解释认为，

人们从事道德行为的动机是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是

有 道 德 的（Barclay & Willer, 2007）。 然 而， 大 多

数道德行为都需要人们牺牲一定的自我利益，这使

得人们会倾向于表现出自己具有道德但又希望避免

实际行为的代价。因此，人们可能会在态度和行为

上表现出道德，但并非真正的道德（Batson et al., 
1997）。人们通过表现道德以维护和提升自己的社

会形象，保护道德自我概念的完整性（Batson et al., 
1997; Batson et al., 2002）。仅感知到他人的存在便

会增强人们对自身社会形象的关注，进而影响其道

德认知和行为。例如，在有他人关注时，人们倾向

于表现出更多的诚实和公正（Tang et al., 2017）。因

此，在社交环境中，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道德动机

和行为以维护社会形象。

人 -AI 交互可能降低人们对自身社会形象的关

注。首先，人们认为 AI 缺乏理解社交情境中行为和

意图的能力，从而不具备进行社会判断的能力，这

降低了人们对 AI 会产生负面评价的担忧（Holthöwer 
& Van Doorn, 2023）。其次，人们通常不会将 AI 视

为内群体成员（Złotowski et al., 2017），也不会将获

得 AI 的认可视作正向回报（Nash et al., 2018）。在

人 -AI 互动中，人们较少感受到社会压力，也不太

在意是否给 AI 留下好印象，从而忽视对自身社会

形象的管理，减少对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或维护

声誉的考虑。这可能会促使人们表现出更多欺骗等

不道德行为（Cohn et al., 2022），并降低其亲社会

和亲环境行为（Wang et al., 2023）。

3   AI 应用影响人类道德的认知神经机制

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常将 AI 与人类对

比，以探究人类心理和行为机制。近些年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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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AI 交互与人 - 人交互在神经机制上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社会脑网络中（Harris, 2024）。相较于人类

交互，人们与 AI 交互时这些脑区的活动呈现显著

变化，且主要涉及三个相关脑网络（图 1）。

3.1   内感受和人类特征感知系统

内感受和人类特征感知系统在面对 AI 和人类

时的差异，构成了人们对 AI 心智知觉较低的神经

基础。内感受系统负责人们对内部身体信号的感知

和加工，以脑岛 （insula） 为关键脑区，包括中部

扣 带 回（middle cingulate cortex, MCC） 等（Craig, 
2009; Critchley & Garfinkel, 2017），与个体的多种情

绪感知密切相关。当人们面对 AI（vs. 人类）时，

这两个区域的活动显著减弱（Cheetham et al., 2011; 
Di Cesare et al., 2016）。脑岛是对人类基本社会互动

中的活力形式（vitality forms）进行感知加工的核心

大脑区域（Di Cesare et al., 2016）。根据 Stern 的理论，

活力形式指个体在交流中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如粗

鲁或温柔），能够反映其在社会互动中的情绪或情

感状态（Stern, 2010）。人 -AI 交互中脑岛活动的减弱，

表明个体对 AI 的活力形式感知减弱，不会像对待人

类一样对 AI 的内在状态进行推断和理解。此外，脑

岛和 MCC 还参与共情反应，特别是疼痛感知（Lamm 
et al., 2011）。当人们在观察 AI（vs. 人类）的痛苦

或愉悦经历时，脑岛和 MCC 均未出现相应激活，

且在持续的社交互动后仍无显著变化（Cross et al., 
2019）。这些研究结果为人类对 AI 缺乏体验性的认

知提供了神经机制上的依据，从而为人 -AI 交互中

个体情绪反应，特别是道德情绪减弱提供了支持。

此外，在参与人类特征感知相关的脑区中，颞

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枕中回（middle occipital gyrus, 
MOG）和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在不

同研究中表现出不一致的激活模式：部分研究中面

对 AI 时激活更强，而部分研究中则在面对人类时

激 活 更 强（Delgado et al., 2008; Gobbini et al., 2011; 
Hogenhuis & Hortensius, 2022）。 此 外， 海 马 旁 回

（parahippocampal gyrus, PHG）在面对 AI 时的活动

显著高于面对人类时（Delgado et al., 2008; Gobbini et 
al., 2011）。这些不一致可能源于人们对 AI 的非语

言表达（如外形、动作、姿势）是否会对自己产生

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判断。例如，高度拟人化的机器

人会引发恐怖谷效应（uncanny valley），而适度拟

人化相较于机械化外观则更能提高人们的喜欢程度

（Rosenthal-Von der Pütten et al., 2019），增强人们的

心理亲近感和接近意愿（Baek et al., 2022）。由于缺

乏这些脑区与人类特征具体维度相关的证据，未来

研究需要进一步整合这些不一致的结果。

3.2   社会认知网络

大脑社会认知网络中的关键区域，如颞顶联合

区（temporal-parietal junction, TPJ）和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是参与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对互

动对象心理状态（如意图、动机或情感）推断的核

心区域（Saxe & Kanwisher, 2003）。已有研究显示，

无论是在被动观察人 -AI 交互及 AI 行为（Wang & 
Quadflieg, 2015），还是在与AI的真实互动（Chaminade 
et al., 2015）中，TPJ 和 STS 的活动在面对 AI（vs. 
人类）时都表现出显著减弱。这一现象在道德相关

任务（如合作、公平、信任、互惠等决策）和非道

德相关任务（如注视线索提示相关的注意任务）中

均稳定存在。TPJ 和 STS 活动减弱，为人们对 AI 的

低心智知觉，甚至是去心智化，提供了直接的认知

神经证据。

在与 AI 的真实互动中，其他社会认知相关

脑 区 的 活 动 也 显 著 变 弱， 如 颞 极（temporal pole, 
TP）、 顶 上 小 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SPL）、

后 扣 带 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颞 中

回（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等（Anders et al., 
2015; Hogenhuis & Hortensius, 2022; Schindler et al., 
2019）。这些社会认知相关脑区活动的减弱进一步

显示出人们在互动中未对 AI 的行为意图和内心状

态进行如人类一样的心理模型构建，反映出人们对

AI 的心智化程度相对较低。此外，社会认知网络活

动的减少也意味着对社会规范的理解和关注相应降

低（Mars et al., 2012），为人 -AI 互动中道德认知的

改变、对社会评价的关注和反应降低提供了认知神

经机制基础。

3.3   主观价值加工、评价与整合系统

第三个大脑网络是以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为核心的主观价值加工、

评价与整合系统。MPFC 在很多研究中又被分为



1287郭雪俐等 : 人工智能应用对人类道德的影响及认知神经机制

腹内侧和背内侧两个亚区（ventral and 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dorsal medial prefortal 
coxtex, DMPF）。 其 中，VMPFC 主 要 加 工 决 策

中的选项或信息的主观价值，如奖赏和预期价值

（Grabenhorst & Rolls, 2011）；DMPC 更多参与社会

评价和心理状态相关的价值表征及认知整合（Dixon 
et al., 2017）。多数研究显示，在与 AI 互动的决策

中，VMPFC 和 DMPC 的活动显著减弱（Hogenhuis 
& Hortensius, 2022; Schindler et al., 2019），表明人们

对决策信息的价值评估不如与人类互动时深入。

这种减弱为人在与 AI 互动时道德决策的变化提

供了认知神经基础。一方面，MPFC 在社会决策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包括评估社会风险和收益（Dixon et 
al., 2017; Grabenhorst & Rolls, 2011）。MPFC 活动减弱

反映了在人 -AI 交互中，人们简化了决策的价值评估，

复杂决策情境中对多方利益和社会规范的考虑减少，

更多关注自我利益，从而降低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结

果的感知。例如，在独裁者博弈、信任游戏（trust 
game）、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及公共物

品博弈等道德相关的决策中，个体与 AI 互动时的合

作意愿和公平行为均低于与人类互动时（Karpus et al., 
2021; Melo et al., 2016）。另一方面，MPFC 与道德判

断双加工理论中的道义论判断过程紧密相关（Greene, 
2007; Greene et al., 2004; Greene et al., 2001）。因此，

MPFC 活动的减弱可能促使人们更多关注功利主义倾

向的信息和过程，通过改变道德认知，减弱道德情

绪体验以及对社会评价的感知和反应。

然而，Wang 和 Quadflieg （2015）发现，人们在

判断和评价 AI 帮助人类行为时，MPFC 的活动增强。

这可能是由于该研究聚焦于 AI 作为帮助行为主体的

情境，使得人们在评价过程中的反应更强烈。由于

相关研究较少，AI 作为行为对象或主体时价值评估

表 1   AI 影响个体道德行为的相关研究 

注：（+）表示积极影响，（-）表示消极影响；* 表示仅讨论了该机制，但未进行实证检验；a 代理偏好指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对于选择由 AI

还是人类代理为其工作或服务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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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如何影响道德认知和行为仍需进一步探讨。

4   AI 在不同应用情境中对人类道德影响的行

为表现

在 实 际 应 用 中， 根 据 AI 扮 演 角 色 的 不 同，

AI 可以从多个维度影响人类道德。根据 Kobis 等 
（2021）对 AI 区分的四种角色即代理（delegate）、

顾问（advisor）、合作伙伴（partner）和榜样（role 
model），人们可以让 AI 代表自己从事道德 / 不道

德行为、根据 AI 提供的道德 / 不道德建议进行行为、

将 AI 视为共同承担道德 / 不道德行为后果和责任的

“同伙”、将 AI 作为道德榜样改变人们对道德规范

的认知，并引发人类（特别是儿童）对相关行为的

模仿。如表 1 所示，尽管 AI 在四种角色中既可能

促进道德认知和行为，也可能引发不道德认知和行

为，但现有研究多显示其对道德认知和行为的负面

影响。在 AI 作为代理时，人 -AI 交互通过影响道德

认知、情绪、社会评价和反应对行为产生影响；当

AI 作为顾问提出建议时，主要通过改变道德认知来

促进欺骗行为；在人机协作中，根据协作时间长短

和利益相关性，通过认知、情绪、社会评价与反应

对道德行为产生双向影响；而当 AI 作为道德模范时，

主要通过认知和情绪路径对道德行为产生影响。

4.1   AI 代理

作为人类代理执行任务，是 AI 的主要应用之一。

当人类授权 AI 代理自己完成任务时，人们对自己有

利的不道德行为会增加（Kobis et al., 2021）。例如，

在谈判中，相较于自己直接参与，人们使用 AI 代

理时更倾向于采用欺骗和情感操控策略（Mell et al., 
2020）。这是因为授权 AI 增加了行为的匿名性，拉

大了与受害者的心理距离，降低了责任感和内疚感

（Bonnefon et al., 2024; Kobis et al., 2021）。在接受

AI 服务时，人们因预期内疚感和社会形象关注的降

低及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增加，更容易出现非伦理

行为，如谎报退货原因、隐瞒收银员错误以获取利

益（Kim et al., 2023; Liu et al., 2023）、减少对公益

项目的捐赠（Zhou et al., 2022）和对绿色产品的购

买意愿（聂春燕，汪涛 , 2025; Wang et al., 2023）。

此外，为了避免行为的负面后果，人们更愿意让 AI
代理执行存在道德风险的任务（Feier et al., 2022）。

少数研究发现，人们也会抵制 AI 代理可能的不

道德行为，从而对整体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例如，

在公共品博弈中，人们更倾向于让 AI 做出群体利

益最大化的决策，抑制群体因担忧背叛而减少贡献

的行为，从而促进合作（Fernández Domingos et al., 
2022）。当 AI 代表人类作为主体进行类似最后通牒

游戏的利益分配时，人们会更抵制不公平的分配和

出价，更不愿意与不公平的对手达成协议（de Melo 
et al., 2018）。这表明，人们在 AI 代理情境下会根

据行为结果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做出道德选择：当不

道德行为更有利时，AI 代理会增加不道德行为；而

当道德行为更有利时，AI 代理则会促进道德行为。

4.2   AI 建议促进不道德行为

AI 建议能够以类似人类建议的方式增加个体的

不道德行为。例如，Leib 等 （2024） 通过大规模实

验发现，无论是来自人类还是 AI 的不诚实建议，

都显著增加了个体为追求个人利益而进行欺骗行为，

且披露建议来源并未减少人们对 AI 建议的接受度。

无论参与者是否知道建议来自 AI，AI 鼓励欺骗的

建议均显著提高了欺骗行为的发生率。ChatGPT 等

AI 应用会在对话中生成支持功利主义的道德建议

（Krügel et al., 2023b）。然而，当 AI 鼓励道德行

为时，人们常拒绝其建议。在人机协作中，AI 对

不道德行为的纠正建议通常不被采纳（Krügel et al., 
2023a）。在以自我报告任务表现获取报酬的场景中，

AI 和人类提供相同建议鼓励诚实行为时，人类建议

能减少 38% 的欺骗行为，而 AI 建议未显著减少欺

骗（Kim et al., 2024）。道德准则作为社会规范的核心，

通常源于特定群体或社会所倡导且被其成员接受的

行为规范体系（Gert & Gert, 2002）。人们在接收到

不道德行为建议（如欺骗）时，可能会感知到对这

种不道德行为的默许和认可，从而在不破坏道德自

我形象的同时增强对自我利益的寻求，降低对社会

评价的考虑（Tang et al., 2017）。接受不道德建议还

会引发责任分散，让人们产生与建议者共同承担责

任的感觉。因此，人们可能更在乎这种默许和认可

本身，而不会特别关注其来源是人类还是 AI（Leib 
et al., 2024）。然而，当人们接收到道德行为建议（如

诚实）时，建议来源则带来不同影响：人类建议往

往能增强个体的社会评价和形象感知，对行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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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而 AI 建议则较难引发同样的效应（Kim 
et al., 2024）。

4.3  人机协作中的道德影响

人机协作日益普遍，人机混合工作因其在提升

生产效率、保障安全与促进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当不道德行为对个体更有

利时，人机协作会增加其不道德行为。例如，当人

们发现 AI 同伴的不道德行为时，往往选择“同流

合污”而非纠正（Krügel et al., 2023a）。AI 同事的

存在会引发职业倦怠，间接导致员工贬低同事等不

文明行为（Yam et al., 2023）。当 AI 作为管理者时，

个体更可能夸大工作表现以获取经济利益 （Cohn 
et al., 2022）。使用 AI 算法管理还会增加员工物

化同事的倾向，降低帮助同事的意愿，在人机共

同管理时这种负面影响也依然存在（Granulo et al., 
2024）。

另一方面，与 AI 协作也可能增强人们对其他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例如，频繁与 AI 互动会增强

人们的社交和归属感需求，使其更愿意帮助同事

（Tang et al., 2023）。在混合人类 - 机器人团队中，

人类工作者比纯人类团队更倾向于表现出亲社会行

为（Gorny et al., 2023）。在道德决策中，人们拒绝

AI 主管不道德指令的程度显著高于人类主管，体现

出对 AI 互动不利结果的抵制（Lanz et al., 2024）。

因此，在人机协作中，AI 既可能带来负向影响促使

人类产生不道德行为，也可能产生正向影响激发人

类的亲社会行为，其影响方向取决于该行为本身是

否能给人类带来实际利益或心理满足。当 AI 被感

知为高能力的竞争威胁或压力来源时，可能会促进

人类通过增加不道德行为、减少亲社会行为来应对

这种威胁或压力，以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相反，

当 AI 被视作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的温暖同伴，特别

是当人们认为 AI 与自身利益一致时（McKee et al., 
2023），可能会促进亲社会行为。这种效应在长期

参与人机协作的个体中可能表现得更为显著。长时

间与 AI 互动可能会削弱人们从真实的人际互动中

获取的情感支持和社会联系，促使人们通过增加对

人类同事的亲社会行为来进行补偿。

4.4   AI 作为道德模范

人类很多道德认知和行为源于观察学习。AI 作

为道德模范理论上可有效促进道德行为，但在成年

人中的效果不佳。例如，AI 的亲社会行为示范在

激发成年消费者捐赠行为方面效果较差（Chen & 
Huang, 2023），且企业通过虚拟影响者传达社会责

任信息时，公众认为其信息可信度较低，公众参与

意愿也更低（Yang et al., 2023）。有限的几项研究表明，

AI 作为“道德榜样”对儿童的影响可能更大。例如，

儿童对 AI 行为表现出更显著的遵从倾向（Vollmer 
et al., 2018）；智能语音玩具也能显著影响儿童对道

德越界和刻板印象的认知（Song-Nichols & Young, 
2020; Williams et al., 2018）；观察到机器人积极示

范的儿童在后续任务中更倾向于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Peter et al., 2021）。

5   总结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从道德认知、道德情绪、社会评价和反应

三个方面探讨了 AI 应用对人类道德的影响，并分

析了其认知神经机制及在不同应用情境中引起的行

为表现（图 1）。但该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深入探讨。

首先，现有研究表明，AI 对个体不道德或道德

行为的促进作用与其行为对个体利益的正负面影响

及个体对 AI 的温暖和能力感知密切相关。然而，这

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以及在个体需同时考虑群体

利益时是否会改变，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未来研

究可以借助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如利用 fMRI 等

技术观察在不同的人 -AI 互动情境中，个体与意图

推测、情绪、社会感知等相关脑区的活动差异以及

与自我利益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冲突处理相关大脑区

域活动的变化，帮助厘清在各种应用情境中人们的

道德认知、情绪和社会评价与反应发挥作用的先后

顺序和边界条件，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

其次，已有研究多聚焦 AI 对人类即时道德判断

及行为的影响，而对其长期效应的探讨较少。随着

人 -AI 互动日益频繁，特别是 AI 在儿童认知与发展

阶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亟需深入探究其对个体道

德认知与情绪体验的长期影响。此外，AI 的情绪识

别、感知及表达能力的不断提升模糊了人与 AI 之间

的界限，可能导致个体对他人和自己的物化和去人

性化（Dang & Liu, 2025; Kim & McGill, 2024）。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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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不公平性还会引发道德冷漠，降低个体在后

续决策中的亲社会行为（Zhang et al., 2025）。另一

些研究则显示出 AI 在倾听人类情绪，通过对话调节

和改善人类负面情绪方面的巨大潜力（Sabour et al., 
2023; Yin et al., 2024）。长期人 -AI 互动究竟会强化

物化与去人性化倾向导致冷漠自私及不道德行为，

还是通过情绪调控促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互惠、增

强道德认知与行为，仍需更多的纵向研究进行检验。

最后，未来研究可通过 AI 的道德训练和外显设

计优化，提升其对人类道德的正面影响，降低负面

影响。一方面，AI 处于不断学习和进化中，通过训

练使其具备与人类相似的道德判断、情绪感知和决

策能力，能够有效提升 AI 作为道德模范的能力，从

而提升和干预 AI 对人类的道德影响。另一方面，现

有研究将 AI 的外显设计（如拟人化）作为干预其道

德影响的有效机制。例如，在募捐情境中，赋予 AI
适度的拟人化特征，如社会性应答行为（拥抱、微

笑和眼神交流等）和恰当的表达方式（如奉承和感

激），可以有效促进人们的捐赠意愿和捐赠金额（Baek 
et al., 2022; Namkoong et al., 2024; Oliveira et al., 2021; 
Quach et al., 2024）。然而，最小程度的拟人化无

法产生作用，过度拟人化则可能引发恐怖谷效应

（Rosenthal-Von der Pütten et al., 2019）、造成对人类

的去人性化等反向效果（Kim & McGill, 2024）。因

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 AI 外显设计的优化策略，

以减轻其负面影响、提升其正面影响，同时考虑个

体专业知识、特质及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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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ve given rise to significant ethical concerns, with a key question 

being how AI influences human morality. This paper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to examine the multifaceted impacts of AI on human morality.

First, we propose potential underlying mechanisms to illustrate how AI applications influence human morality. 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typically 

attribute less “mind” to AI than to humans. This perception fundamentally influences humans’ cognitive judgment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during 

human-AI interactions compared to human-human interactions, resulting in distinct patterns of moral cognition, moral emotions, and social evaluations. 

The most notable influence on moral cognition may be how humans change their attribution patterns and judgments of responsibility in morally 

relevant behaviors within Human-AI interactions.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when AI systems cause harm, people tend to blame the AI more and 

attribute a higher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arm to the AI than to human agents. People consider AI as a “scapegoat” for immoral behaviors in 

many situations, facilitating their immoral behaviors. Meanwhile, Human-AI interactions could enhance humans’ tendency for utilitarianism in moral 

judgment, which may reduce prosocial behavior. Furthermore, human-AI interactions typically mitigate humans’ emotional responses toward stimuli 

or behaviors related to morality. This tendency may contribute to increasing immoral behavior and decreasing prosocial behavior. Specifically, when AI 

initiates prosocial actions instead of humans, people’s moral emotional response is diminished, which reduces their prosocial tendencies. Additionally, 

human-AI interactions could undermine people’s concerns for social image. When interacting with AI, individuals tend to adhere less to moral 

principles and become less sensitive to social evaluation. This reduced social awareness may subsequently increase unethical behavior or decrease 

prosocial behavior.

Then, we discuss the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how human-AI interactions influence human morality. When people interact with AI 

rather than humans, their brain regions involved in social perception, emotion, and cognit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ree primary brain 

networks demonstrate such differences: the interoception and human stereotype network, the social cognition network, and the valuation network. The 

interoception and human stereotype network primarily includes insula and MCC. These brain regions are less active during interactions with AI than 

with humans. The social cognition network involves the TPJ, STS, TP, SPL, PCC, and MTG. Activities in these regions are also decreased when people 

interact with AI. The valuation network primarily involves the MPFC, including the VMPFC and DMPFC. During human-AI interactions, compared to 

human-human interactions, both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and the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 exhibit reduced activity 

during decision-making. This suggests diminished processing and evaluation of decision-related information.

Finally, we discus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AI on human morality across four different forms of human-AI interaction: AI delegator, 

AI advisor, AI collaborator, and AI moral model. When AI plays as a delegator, people may use AI as a proxy for executing immoral actions, or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fairness to benefit themselves. When AI serves as an advisor, its immoral suggestions can promote deceptive behavior, yet its 

moral advice does not necessarily encourage honesty. When AI functions as a collaborator, it has a mixed impact on human moral behaviors, revealing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When AI acts as a moral role model, it shows the potential to positively shape mor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ts 

impact on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surpassing that observed in adul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more on exploring how different AI applications impact human morality, particularly their long-term effects. These 

efforts will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I.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AI interaction, moral, social brai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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